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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与学堂 :

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
贾 国 静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O64)

摘要 :中 国近代教育体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一种新旧并存的二元格局 ,因 新式小学堂与私塾在新

旧教育体系中均只 有一定的代表性,故这一格局在初等教育领域里的表现尤为明显。清末民初 ,私 塾仍占

有相当比例 ,非 学堂所能取而代之。学堂取代私塾虽是大势所趋,但私塾顽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学堂教育的

不成熟使二者既存在冲突与竞争,又存在互补与传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特点,也 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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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堂兴办及学制改革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变化 ,也是清末民初社会的重大变迁 ,由此而

造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正是辛亥革命舞台上最活跃的力量 ,史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
①
。但新式教

育体制并非短期内便可造成 ,传统教育形式也未即刻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教育呈现新旧并存的二元格

局
②
。这一格局在初等教育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传统私塾与新式小学堂长期并存 ,且有一个新旧杂陈、

彼此渗透的过程。这种新旧并存的格局无疑影响到清末民初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也是辛亥革命

时期的重要社会状况。史学界对私塾在近代的演变及其与学堂的关系则关注不够而少有研究
③
,使我

们对近代教育体制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缺乏更为全面的认识。本文试就私塾与新式小学堂并存的格局

及其相互关系略加考察 ,以揭示这一新旧杂陈的社会历史现象 ,从而加深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

的认识
④
。

- 并存的格局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中 国传统教育对培养

“
治人
”
、
“
修己
”
的人才起过重要作用 ,但发展至近代 ,

则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 ,多数学校、书院和私塾不过是科举的人门或准备机构。影响面最广的是数量众

多的私塾。多数人受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限制只能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不仅承担着蒙学教育

和道德教化的重任 ,而且还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或参加科举考试预作准各。

19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剧变 ,中 国传统教育越来越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 ,改

革传统教育、发展新式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新式教育经历洋务、维新两个发展阶段 ,进入 ⒛ 世纪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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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为清廷推行
“
新政
”
的一大举措。1901年 ,清廷下令 :“著将各省所有书院 ,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 ,各

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 ,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并多设蒙养学堂 ;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 ,以

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
”
[1](卷四百八十六,辊0页 )1903年 ,又 以法令形式公布《奏定学堂章

程》,在全国推行新的学制。190s年 ,宣布正式废除科举制度 ,兴办新式学堂一时形成热潮。各地众多

的新式学堂中,小学堂占了绝大部分 ,而中高等学堂及各类专门学堂所占比重较小。表 1选列了 19"

年全国及直隶、江苏等六省区小学堂与学堂总数的比较统计。

表 1.19"年 全国及部分省份小学堂数与学堂总数比较表

省份

项 日

全 国 直隶 江苏 浙江 广东 虫
贝 新疆

小学堂数 33605 1040 400

学堂数 37672 8723 1049 1295 635

小学堂数与学堂数之比 89.2% 90% 77.6% 80.3% 89,6% 62,9% 96,1%

小学生数 89547I I46794 28007 35726 65986 I6376 1080

学生总数 1013571 164172 35570 41569 75733 17678

小学生数与学生总数之比 88,3% 89.4% 78.7% 85.9% 87.1% 92.6% 90.9%

资料来源:清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0辑

第93册 ,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 年版,第 5—36页、”-28页。

表列统计说明 ,无论是新式教育发展较快的直隶 ,还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 ,中高等教育都很欠缺 ,

初等教育占有绝对比重
⑤
,而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的对比更为悬殊。新疆初等教育无论学堂数还是学

生数所占比重均在 90%以 上 ;贵州省小学堂所占比重虽较他省为低 ,但学生比重亦在 90%以 上。初等

教育在整个新式教育中的比重表明 ,清末新式学堂的主体是新式小学堂 ,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末以

来新式教育发展的状况c由 以上可知 ,小学堂与私塾在新旧教育体系中均具有代表性 ,最能反映新旧教

育体系在近代的变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即可在短期内造成。清末民初 ,兴学面临两难处境 ,“ 民瘠则经

费难筹 ,地僻则师资缺乏
”
[2](446页 ),“无经费

”
、
“
无教员
”
,“ 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

”
[3]。 即使在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 ,某些学堂
“
惟因经费不足 ,故大有难以支持之势

”
[4],有 的竟

“
因款项不

足 ,拟将该堂改为家塾
”
[5]。 北京地区经费缺乏的情况在全国并非特例 ,富庶的江苏也面临同样的问

题 ,“官立民立各学堂费繁事太 ,每苦难于兴办
”
[6]。 地处边远的吉林 ,1909年小学所聘教师

“
多滥竽

充数
”
,被
“
陆续淘汰

”
,翌年决定

“
在北洋学习师范毕业生中择优派充 ,惟人数太少不敷分布

”
,故不得不

降格变通办理 [7]。 经费、师资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办学质量。据《东方杂志》1906年记载 :“乃观于各省

各属之初等小学 ,其科程完备 ,常款丰裕 ,学生达三四十人以上者 ,十无一二 ;校舍合宜 ,校具应用、管理

合方法 ,教授有兴味者 ,百无一二。
”
[8]4年后 ,四川省视学所查秀山县新式学堂时发现情况似乎更为糟

糕 :“ 十八堂除溪口场万寿宫一堂、城内北街一堂尚无大谬外 ,其余或无学科 ,或虽有学科而学生不能讲

解 ,或堂中纵横尺余之黑板 ,或并黑板而无之
”
[9]。 一县之中如果仅有两、三所学堂

“
尚无大谬

”
,那么

全县乃至全国的办学成绩也应大打折扣。此时的学堂不仅质量难孚人愿 ,数量也极为有限。在近代教

育史上 ,新式教育一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直隶 ,新式学堂数量与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仍然令人惊异。

1916年 ,在全省 119个县中,仅庆云、枣强、涞水三县人学率在 45%以上 ,而濮阳、东明、青县等数十县尚

不足 10%,最低的东明县仅有 4。 侣%,全省各县平均人学率也只有”。57%[10]。 总体来看 ,直隶新式

学堂远不能满足学龄儿童人学之需(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学龄儿童受经济、家庭等限制失去人学机会的

可能),其他省份可想而知。学堂普及程度的低下 ,客观上为私塾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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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的社会适应性及其在传统教育中的根深蒂固的地位(详后 ),也使其不可能在新式教

育出现后就即刻退出历史舞台 ,而是与新式学堂并存 ,共同构成了近代初等教育领域里的二元格局。

尽管新式学堂陆续兴办 ,与 日俱增 ,甚至出现了
“
上有各府州县官学堂之设立 ,下有爱国志士热心

教育 ,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设立
”
[11](373页 )的局面 ,但其增长幅度极为有限 ,分布情况也有明显差异

(见表 2)。

表 2.19"-1918年 全国及部分省份学堂和学生统计

年份 1907年 1909年 1918年

衤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全 国 33605 895471 50301 429443 147594 4842628

直隶 7868 146794 10569 230713 16828 451897

江苏 37434 6707 353165

浙江 35726 1822 68897 348536

广东 65986 1628 78729 245049

贵州 16376 552 23977 72340

新疆 242I 4247

资料来源:清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第 35—36页 ;朱有聪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ST年版,第”2—”3页 ;阮湘、李希贤等

编《第一回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 I924年版,第 1855— 1858页。

上表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学堂存在的这一问题。个别省份如直隶学堂增长较快 ,全省到 1918年 已突

破万所 (如前述仍然难以担当普及教育的重任);而 不少省份包括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苏、浙江、广

东等省新式学堂的数量仍然有限 ;至于偏僻的贵州、新疆等地 ,新式学堂更为稀少 ,贵州仅有 1000多所 ,

而新疆甚至可以用寥若晨星来形容。可见 ,此时新式小学堂仅从数量上就难以与私塾形成势均力敌之

势。1906年 ,据时人推算 :“ 就四百兆人计算 ,成人与儿童为百与七之比例 ,则全国应有儿童二于八百万

人 ,即应有能容百人之小学二十八万所。
”
[12]但据学部 1907年统计 :小学生共 895471人 ,仅占适龄儿

童总数的3.19%。 也就是说 ,在剩下的超过 90%的学龄儿童中,入学儿童是在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的。

当时私塾若以每所学生 10人计 ,数量将不下百万所。在清末兴学热潮中,直隶新式教育发展较快 ,学堂

数一直名列各省榜首。但据 19"年直隶提学司调查 :“ 查各府州县官私两等小学虽已设立 ,而与私塾

比较 ,尚不敌其十分之一。
”
[13](330-331页 )可见 ,在新式教育发展较快的直隶 ,学堂与私塾的数量对

比是非常悬殊的。就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浙一带 ,新式教育发展也甚缓慢 ,对私塾的取代仍然有

限。据江苏 1909年底统计 :“苏属地区,共有新式小学校 800余所 ,学生 37000余人 ,而私塾则达 7000

余所 ,几九倍之 ,估计每所学生十人 ,学生亦倍之。
”
[14](“ 0-261页 )该省 1916年报教育部称 :私塾

“
已

经改良
”
,“塾师具有普通知识 ,能担任国文、算术等科并粗知教育理法者

”
为第一类 ,共 1041所 ,塾生

19674人 ;私塾
“
未改良
”
,“塾师文理通畅 ,旧学尚有根底

”
,且对西学

“
亦知研究者

”
为第二类 ,共 5245

所 ,塾生 82649人 ;“塾师文义未通 ,永无改良希望者
”
为第三类 ,共 3822所 ,塾生 54753人 [15](135

页)。 略计三类私塾共 10108所 ,塾生 157076人 。广东 1912年据督学局调查 :广州城内
“
共有私塾七百

余所 ,生徒二万余人
”
[15](215页 )。 据此推算 ,全省私塾可能将不下数千所 ,生徒不下数十万人。与发

达省份相比,落后地区则更差一等。1916年 ,贵州省公署报教育部 :“查外县中学仅有四所 ,高等小学、

国民学校共计一千五百余所 ,中多学校其名 ,私塾其实 ,以学校与私塾比较 ,学校不过十之二三 ,而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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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其七八焉 ,学生数亦不过十之三四,而私塾学童居其

^七

焉。
”
[15](⒉ 5—246页 )事 实上 ,直到 1936

年 ,全国仍有私塾 1101狃 所 ,其中改良者只有 38525所 ,而未改良者却达 71619所 ,分别占总数的 34。

98%、 65.02%。 与小学校 2606“ 所相比,未改良者几乎占了 1/3[16](588页 、铌2页 )。

学堂与私塾的数量对比表明,清末民初 ,私塾在初等教育领域中一直占有相当比例。学堂虽为政府

和民间大力倡办 ,但短期内还不能取私塾而代之。二者并存 ,构成初等教育领域的二元格局 ,成为这一

时期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二 冲突与竞争
私塾与学堂因招生范围都是面向适龄儿童 ,故在这一时期的初等教育领域里 ,又存在冲突和竞争。

至清末民初 ,私塾在中国存在已有数千年历史 ,在初等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可谓根深蒂固,虽政府大力倡

办学堂 ,以取代私塾 ,但在经历了一场革命风暴冲击的农村中似乎一切依旧 ,私塾教育当然也不会例外。

如四川安县 ,“清末民初 ,各类私塾遍及城乡 ,每村少则 1所 ,多则 3所 ,每所学生少则 5人 ,多则 50余
人
”
[17](59s页 ),私塾仍是广大农村的主要教育形式。再者 ,塾师一般为当地的秀才、贡生 ,甚至为举

人 ,在当地乡民的眼里 ,他们是读书人 ,是有文化的,对文化知识的天然尊崇使塾师在农村中多得到尊

重。如平日
“
有人做生 ,请先生做寿联 ;有人死去 ,请先生做挽联或祭文悼词

”
。
“
甚至于下葬看风水 ,出

门做屋看日子 ,小病看脉开方子 ,都来请先生
”
。
“
在当年的农村里 ,先生是博古通今的人物 ,应受到尊

敬
”
[18](” -24页 )。 乡民对塾师的尊敬与信任使其愿将子弟送人私塾 ,私塾在农村地区的生源似乎更

有保障。且各地兴学条件不一 ,学堂分布极不合理 ,有些地方
“
数校毗接

”
,而有些地方并无学堂 ,但

“
私

塾则星罗棋布 ,儿童就学不便 ,焉能禁其不人私塾
”
[19]。

私塾在生源上之所以具有优势 ,首先是其能适应城乡低收人家庭儿童的人学需求。学费低廉是私

塾与学堂竞争的一大优势。私塾
“
每季纳修数角

”
,而
“
初等学堂学费至少须五角 ,多且一元或二元

”
,收

费较多 ,一般
“
贫寒之徒往往不问校之良否 ,以收费少者为人学之视的

”
。私塾不仅

“
收费少
”
,且
“
教法

简
”
,“贫贱之家 ,类曰吾子弟安敢梦想富贵 ,以吾之力 ,令其稍识之无足矣 ,入私塾便 ;顽固之夫 ,类 曰科

举不久将复 ,洋学堂花样繁多 ,乌足恃 ,入私塾便
”
c学堂则“耗费多 ,历时久

”
[19]。
“
以江南号称财赋

之区,凡小学生徒能毕初等小学五年之业而不为家庭之生计所迫以致中辍者 ,尚属寥寥 ;其他贫瘠之省 ,

更复何望
”
[⒛ ]。 且学堂除收基本的学费外

“
又有操衣费、运动费、听差节赏等之额外耗费

”
[21],这些

额外费用更是一般贫贱之家所不能负担的。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多数儿童只能人私塾接受教育。

其次 ,传统观念使民众更容易认同于私塾而不认同于学堂。学堂学生的趋新言行 ,常与传统伦理发

生冲突 ,而为观念传统者所不能接受。
“
学堂之待学生 ,无夏楚之威 ,呵骂之令 ,且人格最高之谀言 ,他 日

主人翁之颂词 ,常击耳鼓 ,学生因之骄矜日炽 ,入家庭则礼节简慢 ,遇农工者流 ,尤讪诮而浅之。于是高

尚之学堂 ,大为社会所诟病 ,洁身自好之子弟 ,相戒不人
”
[” ]。 兴学之初 ,“ 民人不知教育之内容 ,不明

教育之真相 ,以学堂为地方官一人之私事 ,不知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
”
[” ]。 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一

文提到清末学堂设立之后 ,无学生前来报名 ,办学人员
“
亲往敦劝

”
,“然犹应者十一 ,拒者十之九也。叩

其说不越三端 :一 曰科举已废 ,吾家子弟 ,可不必读书也。一曰君等开设洋学堂 ,殆将引诱我家子弟 ,使

吃洋教也。一曰今年虽不收学费 ,殆 以甘言诱我 ,明 年将令我出学堂捐也。此三种人之口吻 ,一鄙(一

陋、一过虑 ,而其不愿子弟就学则尽同
”
["]。 此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学堂不能完

全被社会认同的事实。而私塾仍为
“
一般人
”
所
“
崇尚
”
,“有的只读几年私塾即从事农耕 ,有的让子弟先

读几年私塾再上学堂 ,还有私塾与国民学校同在一处上课的
”
[笏 ](弱 8页 )。 北京劝学员 1917年报学

务局称 :“ J淮郊外风气不开 ,教师亦程度不一 ,既未能一律改良而不明学则之各家长遂多舍新而趋旧。
”

[26](“ 页)民众的观念认同加强了私塾与学堂生源的竞争力度。

再者 ,一些私塾的
“
丨日学
”
教育质量较高 ,也为书香门第所重视。我国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就出身书

香世家 ,在私塾受教育前后长达 10年。据他回忆 :“我八岁在天津人家塾读书 ,总共十年,1930年 才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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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求学。五四以后的青少年还这样长期读私塾 ,我想是和父亲当时的思想分不开的。
⋯⋯zO年代 ,

有些所谓η日家
’
为了让子弟在进

‘
洋学堂
’
之前打下

"日

学
’
和古文的根底 ,都重视私塾教育。例如北

大历史系我的同学邵循正教授和张芝联教授 ,都是以私塾代替小学和初中教育 ,然后直接升人中学的。

不过 ,我的例子更为极端 ,连高级中学都没能上。
”
[” ](8页 )著名作家沙汀的情况与此较为类似。他的

母亲一心要让儿子
“
续书香门第的香火 ,在她看来 ,读私塾才是

‘
正途
’
,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 ,也学

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 ,设了家塾
”
。1911年 ,沙汀

“
七岁发蒙读私塾

”
,“在家塾混了

整整十年
”
,然后
“
进了省一师

”
继续学业[28](31-32页 )。 可见 ,当时的

“
丨日家
”
大多有这样的认识 :欲

习西学 ,须先打牢中学的根基 ,故反而比较重视私塾教育。

最后 ,学堂存在的一些弊端使之失信于民,反过来增加了私塾生源 。兴学之初 ,学堂不景气自在情

理之中,但某些办事人员徇私舞弊则更使学堂状况雪上加霜。有的将办学经费中饱私囊 ,如一些创办学

堂者
“
歆于创立学堂之名誉 ,且冀筹取地方之公款以恣其消费。凭藉官厅之权力以张其声势 ,非实有教

育上之见地与其志愿者也。故内容之陋劣 ,现象之骇怪 ,不但失社会之信用 ,且 以增社会之恶感
”

[29]。 某些
“
劣绅莠士 ,借兴学为名 ,鱼肉乡里 ,侵吞公款 ,致教育之声价日堕 ,教育之信用全失 ,毁学之

风 ,因此而滋
”
[30]。 有的借办学沽名钓誉 ,如某些

“
创设学校者 ,初无培植人才之意 ,不过借创设学校

之名以博当道者之奖励或借以广通声气 ,为异日招权纳贿之基
”
,视学校
“
为利禄之途

”
[31]。 有的则

一面为官方办学人员 ,一面却暗设私塾。某些
“
劝学所教育会之职员而设私塾者 ;又见有经办劝学所教

育会中各小学堂之士绅而家有私塾或其子弟为私塾师者 ;又见有去年充某某学校教员 ,今年忽退为私塾

师者 ;又见高等小学及与中学同等之学校毕业生而设私塾者。士林模范 ,自 相矛盾
”
[19]。 凡此种种 ,

使本不景气的
“
教育事业 ,遂变而为投机事业矣

”
,学堂状况雪上加霜。许多学校只求形式 ,不重实效。

有些学堂
“
名曰学堂 ,反不及当时私塾

”
[20]。
“
一校之中,年龄不分 ,自 十余龄以至二三十岁不等 ,杂

居一堂凌躐施教。学生之解悟不问也 ,课程之深浅不问也 ,惟沾沾曰 :‘ 吾开学堂耳 ,吾兴教育耳。
’”

[32]。 一些尊崇
“
西学
”
的开明之士 ,曾一度抱着求新的热情送子女进人学堂 ,但因学堂的教学质量不

高 ,故
“
人校后 ,觉其不如私塾个人教授 ,未免失望。几疑国中学校不过如斯 ,年假遂相率引去

”
[33]

(278页 )。 兴办学堂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使新式学堂在与私塾的竞争中并未显示出更多优势。

清末为推行
“
新政
”
、兴办学堂加派学捐 ,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 各省之毁学

”
事件几乎

“
无月无

之
”
。如【自正月内江苏宜兴县乡民误会调查户口始以调查员皆学界中人也 ,于是群起捣毁学堂

”
,由是

“
湖南饥民焚毁巡抚衙门,并及学堂 ;浙江之慈溪、绍兴、严州、台州、处州、嵊县、奉化、长兴 ;江苏之太

仓、东台、镇江、扬州、淮安、海州或焚毁十余校或焚毁数十校 ,而直隶之易州 ,安徽之怀宁 ,广东之连州 ,

无不有毁学之事
”
[34]。 这些毁学事件的频繁发生 ,使立足未稳的学堂发展受到影响 ,无形中私塾地位

更加巩固。基于以上原因,私塾在兴学之初数量并未见减少。据 190g年《申报》记载 :“ 细察各处学堂

之状况 ,则着着退步 ,大有一落千丈之势
”
,“私塾之增多

”
[21]是一重要原因。《教育杂志》1909年 亦

载 :“近且各地学生日益减少 ,穷其所至 ,人私塾也 ,习商也 ,学工也。
”
[19]⑥由此可以窥见清末民初私塾

与学堂冲突、竞争之激烈 ,亦可见私塾顽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学堂初期的不稳定性。

三 互补与传承
私塾与学堂并存 ,既有彼此冲突和竞争 ,又有相互影响和渗透 ,呈现出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局面。

首先 ,私塾改良为学堂。在社会开启了近代化步伐后 ,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已是必然趋势 ,但

兴办教育阻力重重 ,私塾仍遍布城乡。为节约经费、减少阻力 ,迅速普及教育 ,上海绅商首先点燃了私塾

改良的星星之火 ,设立私塾改良总会 ,并于 19∝ 年6月 颁布了《上海私塾改良总会章程》。措施主要包

括 :教学内容添设了算术、历史、地理、体操、格致等西学内容 ,这是改良最核心的部分 ;教学方式改为班

级式、讲解式 ;基于师资缺乏的现实困境 ,采取对原有塾师甄别改造的办法 ,合格者留职 ,不合格者斥退 ,

有希望改造者送师范传习所或夜课班进行培训 ,以期通过短期培训获得合格塾师。最后 ,根据改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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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等第、凡塾师
“
文理清通 ,略知算术

”
者 ,分别改为第一、二级初等改良私塾 ;女口学生在 30人 以上 ,有

一定常年经费等 ,则准改为私立初等小学 ;凡塾师
“
由师范毕业 ,或久为塾师 ,成绩昭著

”
者 ,则可改为第

一级高等改良私塾 ;如其学生在 30人以上 ,有常年经费者 ,则改为私立高等小学 [35]。 可见 ,私塾改良

的大方向乃是向新式学堂转化。改良后的私塾多少取得了一些成绩。据《申报》1909年记载 :1现在之

私塾非昔日可比,间有一二善趋时尚者 ,其所授学科除经书外 ,亦添人算学、图画等科 ,颇合乎以经书为

体、以科学为用之谬说。
”
[21]天津

“
李文山所立之私塾自改良教育后 ,内容异常完善 ,大有初等小学规

模
”
[36]。 奉天某地经查

“
合学堂规则者

”“
有三处
”
[37]。 又 ,郭沫若曾回忆 :“庚子过后 ,家塾里的教

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 ,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

式教科书。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述备旨》,根据着这本书来教我们的算术。
”
[38](7—9页 )

可见 ,部分私塾经过改良,开始采用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但是 ,改 良私塾数量及质量毕竟都极为有限。1914年 ,查北京
“
斯时能改良者仅有十分之一 ,不意

百计劝导未收良善之效
”
[39](zO页 )。 民国初期 ,河南改良私塾状况 ,“有的参照学校课程 ,兼用一些新

式课本进行教学 ,有的挂块黑板 ,增加讲解和书示
”
,但是 ,就是此种程度的改良私塾也仅占私塾总数的

1/10。 1918年 ,对该省若干县的调查显示 :改良私塾
“
颇多虚饰 ,不过

‘
仅挂一 (改 良私塾 )牌 以自表示 ,

而观其内容 ,依然旧时习惯
’
,就连黑板也只是装装样子 ,‘ 而竟不知利用

’”
[40]。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除师资和经费缺乏及社会观念的影响外 ,还有来自塾师的阻力。学堂取代私塾 ,必然使相当部分塾师

失业 ,“ 若就教师之人格观之 ,科举废矣 ,书院裁矣 ,贫无立锥 ,无可驻足 ,将欲厕身学界 ,无学术之可凭 ,

将欲兼营别业 ,鲜运动之能力
”
[41]。 1905年 ,山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科考一废 ,吾辈生路已

绝 ,欲图他业以谋生 ,则又无业可托
”
,“ 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 ,若藉舌耕度岁者 ,处此

变法之际 ,其将何以谋生乎 !” [42](1叼 -1鲳 页)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 ,在改良私塾过程中故意拖延阻

挠。有的
“
观望迟疑

”
,“ 暗中讥诮

”
,“鼓惑作梗

”
[们 ⒈
“
顽固塾师阳奉阴违 ,此时解散之 ,彼时又复发

生
”
[39](zO页 );更有甚者 ,“心′lTx不平 ,百端毁谤

”
,有的塾师

“
拒不填写

”
[轷 ]调查表册以抗拒改良。

有些塾师则敷衍了事 ,“假此名而欺诱官长者有之 ,捐集商人者有之 ,更因此而鱼肉乡里者亦有之。利

之所在 ,众所必趋。有不问校地何在 ,教科何如 ,而先从事筹款 ,款既毕 ,集收二三学子 ,遮饰耳目,大有

乐岁终身饱之势
”
[41]。 这导致有些改良私塾只存形式 ,不求实际 ,“将私塾而悬学校之牌

”
,“地方官

长为邀誉计 ,不加裁制
”
[45],“ 新瓶装旧酒

”
的现象极为严重。有些地方官绅甚至

“
制学校匾额遍悬于

私塾之门
”
,而
“
不问其内容

”
[46]。 政府的改良措施难以落实 9一些列于改良计划之内的地方私塾

“
亦

以考核无人逐渐废弛 ,现几无一存者
”
[钾 ](” 页)。 某些私塾名曰

“
改良
”
,实则
“
门悬初等小学堂之牌 ,

人视之 ,则十数儿童拥讲一师 ,几案错杂 ,或读百家姓千字文 ,或读学庸论孟
”
[48],改 良成效微乎其微。

其次 ,学堂对私塾的延续。近代学制的确立和新式学堂的兴办 ,使 中国的教育走上了近代化的道

路 ,但近代化的教育仍然凭借了传统教育的基础 ,表现出对传统教育的延续。经私塾改良而来的学堂 ,

从形式到内容 ,都存在对私塾的传承 ,除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吸收了一点新式东西外 ,校舍、教具、塾师基

本还是原来的样子 ,并无多大改观。北京八旗第四初等小学堂虽经改良而来 ,但
“
依然有私塾教读之故

态
”
[翎 ]。 官方亦明文规定 :“家塾招集邻近儿童附就课读 ,人数在三十人以外 ,又塾师设馆招集儿童在

馆受业在三十人以外者 ,名 为初等私立小学 ,均遵官定章程各等语定章初等小学堂所以期设置之完全小

学简易科。所以求推行之便利 ,初等私立小学即将私塾教法包括在内,就深就浅各有所宜。
”
[50]至 于

那些虚与应付改良的私塾 ,不过仅仅换了一个学堂的名称而已。

即使众多的新建学堂中,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对私塾仍有所传承。情况稍好的学堂在课程

设置上与私塾大同小异 ,只是点缀了几门
“
西学
”
课程。据中共著名将军王平回忆 :“那时的小学是半新

半旧式的,基本上还是私塾的那一套 ,主要读四书五经,也学点国文、算术 ,搞点体操。
”
[51](3页 )翦伯

赞回忆湖南桃源县某清真寺所办的小学时也说 :“ 当时的小学向无教科书 ,主要课本为《三字经》、《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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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言》等。这个小学和私塾的主要区别是设有图画、唱歌和体操等课程 ,学生还要到清真寺听土耳其语

诵读的《可兰经》。
”
[52](6页 )有些学堂基本上还是私塾的那一套。如河北涿州村镇里仁仓小学 ,“学

务处颁发之书 ,虽 已发给而不能用 ,所读者 ,不过仍《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之类
”
[13](” 3页 )。

山西举人刘大鹏由清末塾师改任
“
晋祠蒙养小学教员

”
,“ 日日晤对小学生 ,口 讲指画 ,以 四书五经为本

而教科书为末
”
[饱 ](180页 )。 所谓

“
以四书五经为本

”
则是指学堂教学对

“
读经讲经

”
的保留。清末学

堂对读经讲经一科仍十分重视。初等小学每星期教授时刻为 30小 时 ,有 12小时为读经讲经 [53](242

页),读经讲经约占整个课程时数的硐%;高等小学堂每星期 31课时 ,读经讲经有 11课时 ,约 占 35%

[54](59页 )。 民国成立后 ,教育部几度废止读经 ,但读经仍在一些学堂和私塾中存在。据广东教育司

调查 :“广州市区各学塾照旧读经 ,未能一律废止。
”
[55]四 川省广汉县私塾在科举废除后 ,“ 不做八股

文 ,但
‘
四书
冖
五经
’
仍是文化课的主要内容

”
[乃 ](弱8页 )。 1916年 ,四川省北川县小学课程设置总课

时 36节 ,读经有 3节 ,约占 8%。 事实上 ,直到 1922年教育部宣布取消读经 ,改设
“
公民教育课

”
,读经

才在学堂课程中消失[53](244页 、z38页 )。

私塾的某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也渐为学堂借鉴。兴学之初 ,私塾教学方式为社会所诟病 ,故以重

讲解不重诵读为学堂教学的特色。不过 ,实践证明 :“年幼之时 ,非诵读无以助记忆
”
,诵读式教学比较

符合儿童特点 ,这为
“
小学教员

”
所
“
渐知
”
[56]。 此外 ,私塾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许多教学方法也多为

学堂所借用 ,如安徽寿州蒙养学堂教员权骅在《教育实验心得》中说道 :“余观近日之教初学者 ,多喜仍

私塾之旧。与生徒作文时 ,所命之题率为抽象的论说体 ,不问生徒之程度及适用与否 ,总以为不若是即

不能谓之文题矣
”
;“默写之法 ,向 日私塾即用之

”
,“特其默写者 ,仅字句而已

”
,“ 近日教国文者 ,莫不用

还讲法
”
,“所还讲者 ,亦不过词句而已,与 向日私塾之旧法无异

”
[57]。 学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

承袭私塾 ,确是清末民初比较普遍的现象。

注释 :

①代表专著有: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19%年版。专题论文也较多,仅 1980年到 19∞ 年就约有 110余篇,其中代表论文有:王笛《清末新政

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s7年第3期 ;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②王先明、尤永斌《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1g99年第3期 )一文认为清代
“
传统乡村社会

教化体系是官方教化组织形式与非官方教化组织形式的二元结构
”
,而
“
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

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
”
。本文则认为

“
近代整个社会教育体系呈现新旧并存的二元格局,且在清末

民初的初等教育领域表现最为明显
”
,故本文着重论述这一时期初等教育领域里私塾与新式小学堂并存的二元格局。

③笔者所见到的专题研究论文从 1980年 到zO00年约有 10篇 ,其中代表论文有 :洪喜美《近代私塾学校化
——以江苏为

例的探讨(19O4-19sT)》 ,《 国史馆馆刊》(台北)第 笏期 ;洪喜美《北伐前后私塾党化教育探讨》,《近代中国》(台北 )

第 126期 ;熊贤君《民国时期湖北私塾的现代化整改》,《教育史研究》1∞9年第 2期 。此外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

域研究:江苏省(1860— 1916)》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甾 年编印)、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

徽省(1860— 1937)》 (台北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年 编印)等书中有所提及。

④章开沅先生早在zO年前即提出要重视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历史研究》1981年第 4期 )。 虽然近zO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值得研究的课题仍然很多 ,新

旧教育体制的并存格局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⑤江苏一省情况有些特殊。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中高等教育相对发达 ,初等教育相对欠缺。详见王树槐《中国现

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I860— 1916)》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年 编印。

⑥除《申报》、《教育杂志》外 ,《东方杂志》第 8卷第 2号亦载 :“科举之废 ,学堂之兴亦已十年于兹矣 ,而教育之普及较之

科举时代乃反见其退步。
”1gO8年 ,广东

“
查省城各学堂生徒日形减少 ,而向来私塾反蒸蒸日上之势

”
(《 四川教育官

报》,1908年第8期 ,1908年 9月 )。 四川《宜宾县志》亦载 :“ 民国初 ,学校有所减少。
”(四川省宜宾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纂《宜宾县志》,巴蜀书社 1991年 10月 版 ,第 ⒆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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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shu and Xue Tang: 】DuaⅡ stic】Educationa1structure

at the beginⅡng of the20th(Century

JIA Guo1ing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sichuan Univers⒈ y,Chengdu,Sichuan61oo64,China)

Abstract:There exists a duahstic st1ucture ofthe old and the new in modem China’ s education

systeⅡ⒒in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 which is obvious in the elementary educauon f。 r Xue Tang

and si shu are representative in the new and the old systems respective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Xue Tang cannot replace si shu, which is stnl in large propoHion, althongh the re-

placement is the genereal trend。  Because of the adaptabⅡity of si shu and the hnmaturity of Xue

Tang, there exist between the two conniCt and c。 mpeti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and inheritance

as we11。  It renects t。 a large extent the features of China’ 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ndirectˉ

l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tiⅡ ne。

Key wOrds:at the biginning of the20th century; si shu; Xue Tang; dualis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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